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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者的风险偏好与职业选择*

赵 颖

内容提要:人力资本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劳动者的职业选择,但难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

场上高学历劳动者就业偏好集中于风险较低行业和代际间职业流动性偏低的现实。本文在劳动者

职业选择分析中引入劳动者风险偏好异质性,使用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对这种风险偏好的

代际传递及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尝试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其内在机理。研

究发现:(1)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较显著的风险代际传递现象,劳动者的风险态度不仅存在于个

体间的差异,也存在于单一劳动者不同年龄层次上的差异。(2)这种风险的代际传递影响着子女的

职业选择,是代际职业流动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3)导致这种风险代际传递的内在原因,在于

子女同家庭成员间内部行为互动,以及子女与同群者的外部行为互动。因此,中国目前社会上“二

代”现象的产生,除了与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相关外,还与劳动者对风险的基本态度相联系。年

轻一代劳动者在职业选择方面的保守行为,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目前整体厌恶风险现实的一个具体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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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就业压

力。随着中国就业总量压力持续上升和结构性矛盾

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本质即为鼓励劳动者就业形式

多样化,将自身人力资本的存量转变为经济收入的

流量①。选择合适的职业,既与劳动所能获得的收

入水平相联系,又与劳动者的诸多个人特征有关。
在诸多劳动者的个人特征中,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

的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在中国劳动

力市场上,存在职业代际流动性较低的现实。那么,
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选择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职业

是最优的微观决策吗?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职业选择对其所能获得

的收入总量和变化速度具有重要影响。诸多学者从

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社会中收入和职业的

流动性,并不同程度地论证了存在代际流动性偏低

的现实。周兴、张鹏(2014)使用CGSS2006年的数

据,就中国社会代际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的关系进

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存在显著的“子承父业”现
象,代际职业流动性相对较低,且对代际收入流动具

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虽然目前的相关学者发现了中

国社会存在收入流动性及职业流动性较低的现实,
但为何产生这样的局面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使得

社会对这种流动性的固化缺少必要且深入的理解。
那么,中国社会为何职业的代际流动相对较低呢?
周兴、张鹏(2014)尝试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

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基于劳动者个人特征的教育水

平、家庭特征的社会背景以及制度特征的户籍安排

共同导致了这种局面。杨娟等(2015)从先天禀赋、
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角度,认为前两者是代际

流动性的最主要原因。谭远发(2015)认为“二代”现
象②背后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差异,由此

导致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不同。然而,这类分析存

在一个较强的假设前提:给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劳动者的个人选择具有同质性,即具有更高学

历、更多社会背景的劳动者下一代,往往会选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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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与中国目前劳动力

市场上的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虽然人力资本对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已逐渐得

到了学界的认可,但中国社会里存在的“学而优则

仕”的传统仍深刻地影响着目前年青一代劳动者的

职业选择。在诸多职业类型中,公务员仍是中国年

轻一代高学历劳动者的首选③。较之于高薪酬的证

券和金融行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④。导

致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务员较体面的

工作环境和“铁饭碗”的工作性质⑤。这种劳动者就

业偏向的集中,与劳动者个人选择同质性假说存在

较大差异。因此,除了以教育为主要特征的人力资

本、以家庭为特征的社会资本和以分割为主要特征

的户籍制度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尚未被发掘。
本文认为,这主要源自于劳动者个体在职业选择中

对风险的偏好差异。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已经

形成的风险偏好,以及对未来工作中风险的评估,与
未来工作中的收入水平一道,成为劳动者就业选择

时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父母是偏向风险厌恶的,这

部分可以体现在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上(Heetal,

2014)。较高的储蓄率,实际上就是风险对冲的准

备。Charles& Hurst(2003)的研究指出,子女的风

险偏好和父母的风险偏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规避

风险父母的孩子是风险偏好型的概率较低。中国

劳动力市场上年青就业者就业偏向的集中,实际上

是个体风险偏好存在异质性的现实反映。如果继

续在风险偏好不变的分析框架中看待中国劳动者

的职业选择,那么就会将部分有个体风险偏好解释

的因素转移到其他方面,从而对正确认识中国劳动

者职业选择产生一定的偏差。那么,中国社会中是

否也会存在父母风险偏好影响子女风险偏好的形

成的现象呢? 在这种风险存在代际传递的背景下,
子女的工作选择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如果存在

这种风险偏好的代际传递,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产

生和发展的呢? 因此,本文拟从劳动者个体风险偏

好异质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

选择。本文使用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发
现劳动者个人风险偏好的差异,是导致收入和职业

流动性偏低的重要内因,由此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

不平等。
本文潜在的贡献可能在于:将风险偏好差异纳

入年青一代劳动者的职业选择过程中,以此思路试

图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年青一代劳动者倾向于选

择收入水平一般但风险程度较低的职业,以及解释

代际间职业流动性较低的现状,并尝试探讨导致这

种风险偏好形成差异的内在原因。这与谭远发

(2015)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研究“二代”现象的

产生可以形成一个有益的补充。本文发现,风险偏

好的代际传递显著存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并
与子女本身的人力资本特征、父亲人力资本特征、
家庭特征、工作单位特征和外部宏观环境密切相

连。家庭内部父辈对子女风险偏好和子女工作单

位上其他劳动者的互动行为,共同影响着子女入职

前后风险偏好的变化。此外,子女在不同的年龄段

上风险偏好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反映个体异质性

不仅存在于不同的个体间,也存在于个体不同的时

间维度上。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

自Becker&Tomes(1986)的研究以来,代际传

递和社会流动性开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部分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两个视角分析中国

问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收入和职业流动性。探

讨中国社会居民收入和职业选择是否固化,成为这

一研究中国化的重要特征。在诸多劳动者内在个人

特征和外在供需的影响因素中,劳动者个人对风险

偏好的差异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选择的不同,且
这种风险偏好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特征(Charles&
Hurst,2003;Dohmenetal,2012;赵颖,2016)。目

前,部分学者已经沿此思路,对家庭迁移行为进行分

析(Dustmannetal,2015)。
(一)个体风险偏好与职业选择

近期研究指出,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对其决策具

有重要影响(Necker& Voskort,2014)。这与传统

研究风险偏好的文献存在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传统

文献通常只考虑个体风险偏好对自身的影响,割裂

了个体间可能的内在联系,即个体风险偏好对其他

个体的影响。作为社会基础单位家庭中的个人,其
风险偏好不仅会影响自身的选择行为,也会对家庭

中其他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对子女的影响。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家庭中行为存

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于家庭决策的优先

次序高于个体的决策。因此,充分评估家庭中父母

风险偏好对子女风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相关研究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Barsky
etal(1997)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个体间的风险差异

存在显著区别,由此很有可能会导致个体间行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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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差异。这种风险偏好的差异,实际上与个人的

人力资本特征相联系。Dohmenetal(2010)指出,
认知能力越强的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相对越高。
年龄和教育水平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认知能力,
因此本文需要区别分析这两种情形。

风险态度和人力资本在家庭中都存在显著的

代际传递特征。既定的风险不仅会影响父亲自身

的选择,也会通过家庭的影响,对子女今后发展中

的风险意识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子女的职业选

择。如果未将这种家庭下一代在风险偏好方面的

差异纳入考虑范围,那么就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目前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就业意向朝公务员集中的现实,
以及代际职业流动性较低的现状。相关的经验证

据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支持。一般而言,父亲的风险

偏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子女的风险态度,特别是

那些风险偏好处于较高或较低的父亲对子女的影响

更为显著(Charles&Hurst,2003;Necker&Voskort,

2014)。
然而,这种个体风险异质性的现实和传统经济

学中代表性个体的假说存在一定的冲突。经济学的

一个经典假设就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是稳定的,那么

现实中的风险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呢? 部分学者认为

这是先天决定的,与个体的基因相联系,Cesariniet
al(2009)和Carpenteretal(2011)提供了此方面的

经验证据。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后天形成的,并能随

年龄增长产生一定的变化,因此,这是一个内生于劳

动者 个 体 的 变 量,如 Bisin & Verdier(2000)和

Camerer&Loewenstein(2004)等提供了此方面的

证据。Becker& Mulligan(1997)同时分析了影响

风险偏好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通过比较研究指

出,父母后天对子女风险偏好的影响才是下一代风

险形成的原因,且个体的偏好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

逐渐改变。一个可变的风险偏好,使得个体在微观

决策过程中既需要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

也需要在既定的时期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因

此,个体风险偏好的形成既与个体的先天因素相关,
更重要的是由后天生活环境决定的。随着年龄的增

加,个体的风险偏好程度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这主

要是由个体认知能力逐步退化造成的(Bonsanga&
Dohmen,2015)。

在中国,代际职业流动性偏低的现实逐渐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人力资本是职业选择中的重要方

面之一,谭远发(2015)从这个视角解释了中国目前

社会上“二代”现象产生的原因,即由于下一代人力

资本非对称积累导致的。但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理论

还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年青一代劳动者

的就业偏好选择。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年青一代劳

动者并非是根据自身学历水平选择具有相应收入的

职业。这一方面是由岗位间竞争激烈所导致的,另
一方面与这些劳动者的风险偏好密不可分,特别是

目前越来越多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选择收入水平

一般但风险较小的职业。为解释这种现实状况,相
关的理论研究需要放松个体风险偏好稳定不变的假

说,将人力资本和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共同作为解

释这种劳动力市场现实的重要方式。基于此,本文

提出第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1:在给定子女人力资本形成的背景下,中

国社会存在家庭内部的风险代际传递,并影响着子

女职业的选择,是代际职 业 流 动 固 化 的 重 要 原 因

之一。
(二)风险偏好传递的内在原因

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形成的内部原因可以从两方

面进行分析:一是静态层面的家庭内外部综合影响,
二是动态层面的子女风险偏好随时间推移逐渐变

化。家庭内部成员间的互动行为与家庭外部成员的

互动行为共同影响着微观个体的风险偏好形成。一

般而言,家庭内部的风险偏好的互动性为主要涉及

父辈对子女风险偏好的影响,目前的研究支持家庭

中父辈和子女风险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微观个

体与家庭外部成员风险偏好的互动主要涉及既定类

型劳动者与此类型中其他劳动者间风险偏好行为的

相互影响,也即同群效应。这种同群效应,也是微观

劳动力市场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基础。迄今为

止,国外相关学者在探讨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形成时,
主要注重家庭内部的影响,因为他们分析的对象主

要是未成年子女。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准备进入劳动

力市场,那么家庭内部形成的风险偏好就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进入工作岗位后,家
庭和工作岗位上的同事将会共同影响子女的风险偏

好的变化。因此,无论子女是否已经开始职业生涯,
家庭对其风险形成所具有的影响将是持久而广

泛的。
在动态层面上,微观个体的风险偏好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不断改变,一般而言会与父辈的风险偏

好逐渐接近。这一方面是家庭内部环境潜移默化影

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于微观个体的认知能力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退化,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感知会逐渐增加(Bonsanga&Dohmen,2015)。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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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个体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风险偏好,实际上是增

加了个体风险异质性的维度,即不同个体之间风险

偏好存在差异,且同一劳动者不同的年龄段风险偏

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两种风险偏好形成的静态和动态原因,是本

文分析中国劳动者风险偏好代际间传递的基础。由

此,本文提出第二个有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2:静态层面上,家庭内部父亲层面对子女

风险偏好的影响,以及子女工作单位中同类型其他

劳动者风险偏好的态度,会共同影响子女风险偏好

的形成。动态层面上,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风险偏

好态度与父辈逐渐接近。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样本

本文使用CHNS1989-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

析。CHNS数据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

心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展开的调查,旨
在为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营养状况和计划生育状

况等进行评估,迄今为止已开展了九次调查,分别是

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

2011年。随着时间的推移,CHNS调研的省份不断

增加。1989-2011年间,东部、中部和西部7个省

份⑥均在调查之列。1997年新增辽宁省和黑龙江

省、2011年新增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直辖市。虽

然CHNS调研的省份没有涵盖中国的全部省级行

政单位,但相关研究表明,其调研数据的可靠性是较

高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本文按照如下方式对数据进行筛选:(1)本文将

子女的年龄限制在18~40岁之间,父亲的年龄限制

在36~60岁之间。在既定年份,父亲年龄比子女年

龄至少大18岁。(2)就家庭收入和支出方面而言,
本文剔除年收入小于3000元的样本,并使用平减到

2011年的价格进行分析。(3)对变量采用1%的

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估计方法介绍

1.风险偏好的测度。虽然通过实验方法测度

微观个体的风险偏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个人

存在认知能力差异、社会期望的不同以及可能具有

模棱两可的态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风险的测度

存在误差(Bertrand& Mullainathan,2001)。除了

对风险水平的直接度量方式外,目前还有一种方式

能对个体风险水平进行间接测度,即显示性偏好风

险测度的方式。该方式主要从劳动者在既定行业中

事后收入的波动性状况,来反推他们在进入既定行

业前可能遇到的风险水平及其选择(Cunhaetal,

2005)。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使用了四种风险偏好的

度量方式。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外生冲击导致

的风险是劳动者收入残差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解释

残差变化的主要方面(徐舒、朱南苗,2011)。因此,
本文在此处使用残差来刻画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

面临的风险。在技术层面上,本文遵循 McGoldrick
(1995)的定义,将 Mincer方程中的残差项作为劳动

者收入风险的代理指标,这也是目前相关文献中采

取的主要定义方式(Necker& Voskort,2014;赵
颖,2016)。

即便如此,Mincer方程中收入的残差项中除了

包含外生冲击的影响形成的风险偏好外,仍有可能

包含未被观测的劳动者异质性,如劳动者个人能力

的差异。本文按照徐舒、朱南苗(2011)和Necker&
Voskort(2014)的处理方式,通过在个体控制变量中

尽可能多地控制个体能力方面的变量来克服这一问

题,如劳动者的实际教育年限、获得的最高学历,同
一地区中其他劳动者间学历水平的差异、工作经验

方面的差异、既定年龄段上教育和经验的偏离度,以
及同一地区相同或不同行业中教育与经验分布的方

差。在徐舒、朱南苗(2011)对残差分析的基础之上,
通过引入上述控制变量,本文能尽量减少残差中个

体能力异质性的影响,从而将这种残差主要归因于

劳动者面对外生冲击时的风险态度。本文按照这一

方式分别对父亲和子女的风险水平进行测度。具体

而言,本文采用如下 Mincer方程估算父亲和子女的

风险水平:

Yij,t =δ+γ1Indivij,t-1+γControl1ij,t+ηi,t

+λi,t+μi,t+ϕi,t (1)
其中,Yij,t代表t 年j 区域内个体i 收入的对

数,Indivij,t-1为相对应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包括

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家庭

规模、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城镇化水平。Control1ij,t
包括个人的基本特征,如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和民

族。本文在此处也将控制劳动者工作的行业特征,
考虑不同区域间生活成本间的差异,并控制年份。

ϕi,t是残差。

2. 风 险 代 际 传 递 的 检 验。借 鉴 Necker &
Voskort(2014)的方法,本文通过式(2)对父亲和子

女风险偏好的代际传递的存在性进行检验:

Riskc,i,t =α+β1Riskf,i,t+β2Xi,t+ηi,t

+λi,t+μi,t+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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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iskc,i,t和Riskf,i,t分别代表子女和父亲

在t年的风险度量指标。Xi,t代表主要控制变量,分
别包括子女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父亲特征和宏观

经济特征。子女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民族,
家庭特征包括家中孩子的数量、家庭实际收入、家庭

实际支出、父母是否和子女居住在一起、家庭中有无

干部。一般而言,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越多,就会在家

庭内部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对子女风险偏好的形

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而父母是否与孩子居住在一

起,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风险偏好。父亲

特征主要包括父亲年龄、父亲年龄的平方,父亲的受

教育年限、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和父亲的收入。

ηi,t、λi,t和μi,t分别代表时间、地区和行业的控制变

量。εi,t是残差。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子女的风险偏好水平:本文主

要采用 Mincer方程的残差作为子女风险的测度指

标。为了尽量克服测量误差所具有的潜在影响,本
文也更换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第二份工作的明瑟

残差、第一份工作的明瑟残差的方差变化、第一份工

作的失业风险。前两种定义方式和基本定义的联系

较紧密,这里不再赘述。在CHNS样本中,本文将

曾经在公共机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些公共部

门中工作的劳动者失去工作,定义为失业。具体而

言,如果劳动者在两个相邻的时期内,仍处于劳动年

龄、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劳动的条件下,就业机构的类

型由上述机构变为其他类型的机构,本文将这种就

业状态发生变化的劳动者称为失业职工。

表1 样本描述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风险指标

子女风险 -6.2331 4.0361 0.0707 0.0014 0.8050

父亲风险I -10.3608 4.5612 0.1364 0.0778 1.3123

父亲风险II -11.3581 12.6222 -0.0113 1.0084 3.6900

父亲风险III -7.0229 7.8147 0 0.0023 0.2360

父亲风险IV 0 6 0 0.0770 0.3810

子女特征

性别 0 1 1 0.5380 0.4986

民族 0 1 1 0.8031 0.3977

年龄 18 40 28 28.2770 6.1399

年龄平方 324 1600 784 837.2822 351.7939

经验 0 23 5 6.9764 5.6194

经验平方 0 529 25 80.2447 115.7483

教育年限 0 21 9 7.9035 3.7187

最高学历 0 6 2 1.6979 1.1618

父亲特征

教育年限 0 20 9 9.2985 2.9785

最高学历 0 5 2 2.1301 0.9584

收入 3.4773 5.9358 4.4176 4.5719 4.6380

年龄 36 60 42 42.2285 4.3939

年龄平方 1296 3600 1764 1783.2462 278.3917

家庭特征

家庭收入 3.4773 5.9358 4.4176 4.5719 4.6380

家庭支出 0 5.7865 2.9804 3.4653 4.2352

家庭规模 3 13 4 4.3033 1.7413

与父同住 0 1 1 0.9086 0.2883

单位特征

单位类型 1 9 5 4.6711 2.0547

单位人数 1 40000 180 667.7852 2348.0090

第二份工作 0 1 0 0.1488 0.3559

单位类型II 1 9 6 5.4966 1.5945

单位人数II 1 4000 12 198.8571 751.409

宏观环境 城镇化率 0 1 0 0.1844 0.3878

  注:子女风险也按照四种指标进行了构建,这里仅列示第一种定义方式下的样本描述,其他方式的描述汇总备索。本文

在指标构建中尽可能少的舍弃样本,由于既定指标回答完善程度,各项指标的样本量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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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解释变量。父亲的风险偏好水平:父亲风险

偏好水平的构建方式与子女风险偏好水平的构建方

式基本一致。本文也按照上述四种定义方式,相应

定义了父亲的四种风险偏好水平。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子女的个人

特征、家庭特征、父亲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本文根

据CHNS问卷,可以直接得到父亲和子女性别、年
龄和民族方面的信息。按照通常的处理方式,本文

将男性、汉族分别赋值为1。本文将微观个体的时

间年龄减去6岁和实际受教育年限,定义为工作经

验的时间。一般而言,父母教育是家庭的“内生性家

庭资源”,对家庭和子女的发展具有持续稳定的影响

(刘精明,2008)。以教育为代表的个人能力具有较

强的“文化再生产模式”,通过提升教育的期望和营

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能够使子女的教育水平不断增

加(李煜,2006)。就父亲和子女的教育程度而言,本
文分别使用实际受教育年限和获得的最高教育程度

分别予以衡量。这两项指标分别反映了微观个体参

加教育和完成教育的情况,本文分别使用实际参加

教育的年限和最高学历的虚拟变量进行度量。
就家庭的实际收入和支出而言,本文分别按照

当年名义收入折算成2011年不变价。一般而言,家
庭中孩子的数量越多,就会在家庭内部形成一定的

竞争,从而对子女风险偏好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此处控制家庭中子女的绝对数量。此

外,家庭成员中有无干部也是家庭资源的重要方面

之一,家庭资源越丰富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往往也会

越多(谭远发,2015),因此,本文将有干部的家庭赋

值为1。而父母是否与孩子居住在一起,也会在较

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风险偏好,在此设置虚拟变量。
考虑到中国区域间发展程度的不均衡,宏观特征主

要包括城镇化水平。
本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行业的影响:

一是根据CHNS中劳动者的行业归属信息,设置

行业虚拟变量。二是按照CHNS给出的行业归属

信息,按照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
计算方式,将各行业中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进

行评估。

四、风险偏好代际传递的特征

(一)风险偏好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子女的风险偏好与父亲

的风险偏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见表2)。本文逐步

控制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父亲特征,发现

这种结论变化有限。一般而言,如果子女的个人特

征是汉族、男性,家庭收入较高且与父亲居住在一

起,那么其风险偏好与父亲的相似程度会更高。那

么,本文此处的结论是否存在测量误差导致的失准

表2 全样本分析

父亲第一份工作风险指标=MincerResidual 父亲第二份工作风险指标=MincerResidual

(1) (2) (3) (4) (5) (6) (7) (8)

riskfather 0.534***
(0.031)

0.565***
(0.031)

0.136***
(0.020)

0.439***
(0.020)

0.024***
(0.008)

0.026***
(0.008)

0.020***
(0.005)

0.353***
(0.006)

N 1612 1612 1320 1320 1612 1612 1320 1320

父亲第一份工作风险指标=MincerResidualS.D. 父亲第一份工作风险指标=Jobloss

(1) (2) (3) (4) (5) (6) (7) (8)

riskfather 0.452***
(0.045)

0.454***
(0.045)

0.457***
(0.044)

0.467***
(0.044)

0.672***
(0.012)

0.672***
(0.012)

0.679***
(0.013)

0.662***
(0.013)

N 1994 1799 1460 1460 1803 1638 1320 1320

共同的控制变量

子女特征 N Y Y Y N Y Y Y

父亲特征 N N N Y N N N Y

家庭特征 N N Y Y N N Y Y

单位特征 N N N Y N N N Y

宏观特征 N N N Y N N N Y

行、地、年 N N N Y N N N Y

  注:这里控制的父亲特征包括父亲的民族、父亲年龄、父亲年龄的平方、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工作经验、父亲工作经验的

平方和父亲收入的对数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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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本文使用另外三种方式度量父亲的风险水平:第
二份工作的明瑟残差、第一份工作的明瑟残差的方差

变化、第一份工作的失业风险。本文发现,无论是否

逐步控制子女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父亲特征,风
险偏好的代际传递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说明本文

的结论不存在由于测量偏误导致的失准。
这种情形的出现,说明中国社会上家庭成员对

风险的态度是相似的。这种相似性一方面体现为家

庭储蓄率较高,另一方面则体现为风险的代际传递。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既在于传统文化中对风

险的保守态度,又在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保障

较为有限,相对谨慎的风险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外部潜在的负面冲击。
(二)父亲和子女风险偏好代际传递的异质性

既然子女的风险偏好与父亲的风险偏好具有较

高的相似性,且孩子的个人特征、父亲特征和家庭特

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风险偏好的代际传

递。那么,三个方面的影响是否能够进一步细分呢?
本文通过分组的方式,对三个特征的局部效应分别

进行分析。

首先,本文就子女年龄的变化与风险代际传递

特征进行分析(见表3)。Becker& Mulligan(1997)
曾指出,个体的偏好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改变。

Bonsanga&Dohmen(2015)也从认知能力的角度

提供了此方面的经验证据,指出认知能力退化是导

致风险偏好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少的原因。那么,中
国年青一代劳动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本文将18~
40岁之间的子女划分为四个年龄段,发现随着时间

的推移,子女风险偏好与父亲的风险偏好的相似程

度越来越高。那么,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

是因为子女受父母风险偏好的影响日益增加? 还是

子女本身的原因导致其对待风险的态度与父亲更加

一致呢? 本文通过纳入子女年龄与父亲风险偏好的

交叉项,发现主要是子女自身年龄增长的原因导致

这种风险偏好更加类似。为了克服测量误差所可能

带来的影响,本文同样使用父亲第二份工作的明瑟

残差作为风险度量指标,发现这种结果基本类似。
这种情形的出现,说明家庭在子女风险偏好形成的

早期具有较大影响,一旦子女开始与社会的接触增

加,那么社会将取代家庭决定子女的风险偏好⑦。

表3 父亲和子女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父亲第一份工作 父亲第二份工作

PanelA:子女不同年龄段风险传递性

(1) (2) (3) (4) (5) (6) (7) (8)

riskfather 0.234***
(0.018)

0.369***
(0.020)

0.659***
(0.029)

0.932***
(0.024)

0.085
(0.051)

0.349***
(0.023)

0.512***
(0.007)

0.545***
(0.010)

R2 0.998 0.963 0.97 0.98 0.991 0.959 0.988 0.992

N 75 368 477 305 75 368 477 305

PanelB:父亲教育程度差异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riskfather 0.519***
(0.039)

0.414***
(0.040)

0.544***
(0.018)

0.623***
(0.039)

0.465***
(0.013)

0.455***
(0.026)

0.464***
(0.010)

0.481***
(0.018)

R2 0.978 0.968 0.96 0.962 0.992 0.984 0.974 0.977

N 171 181 738 229 171 181 738 229

PanelC: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riskfather 0.469***
(0.052)

0.500***
(0.030)

0.406***
(0.026)

0.396***
(0.047)

0.464***
(0.010)

0.424***
(0.040)

0.419***
(0.032)

0.425***
(0.030)

R2 0.965 0.874 0.884 0.918 0.976 0.975 0.914 0.935

N 150 287 376 169 512 93 131 143

共同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行、地、年 Y Y Y Y Y Y Y Y

  注:这里PanelA中的(1)、(2)、(3)和(4)分别代表孩子18~25岁、25~30岁、30~35岁和35~40岁的子样本分析,Panel
B中的(1)、(2)、(3)和(4)分别代表父亲的教育年限为6年、9年、12年和20年,PanelC中的(1)、(2)、(3)和(4)分别代表家庭
收入处于中位数40%以下、40%~80%之间、80%~120%之间,以及120%以上。*表示p≤0.1,**表示p≤0.05,***表
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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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这种风险

偏好的代际传递呢? 本文的分析显示,父亲的教

育程度越高,风险传递的代际特征就越明显(见表

3)。这主要是因为具有很高学历的父亲,能够通

过自身的经历和“晓以利害”的方式,影响子女风

险偏好的形成,从而避免他们今后承受不必要的

风险。这种情形,无论是哪种风险度量指标中,都
是存在的。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父亲仅具有中学

学历水平,那么风险偏好的代际传递要低于其他

学历组 别 的 代 际 传 递 特 征。这 主 要 是 因 为 从

1989-2011年间,具有中学学历的劳动者工资溢

价水平是较高的,特别是在公共部门中。就城镇

劳动者而言,公共部门中低教育程度劳动者能较

好地享受部门分割带来的工资溢价(张车伟、薛欣

欣,2008)。这部分劳动者,是中国省际劳动者流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⑧。
再次,家庭收入如何影响风险偏好的代际传递

呢? 本文发现,家庭收入在社会收入中位数50%~
80%附近的样本,其风险的代际传递特征是最明显

的(见表3)。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种风险

的代际传递特征逐渐减弱,但依然显著。当家庭收

入过低时,家庭成员对风险的态度是厌恶的。但正

因为需要改变收入的愿望最强烈,因此,也在一定程

度上会接受风险,从而希望提升自身和家庭的收入

水平。但50%~80%附近的样本存在这样一个较

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收入存在继续改善的可能,另一

方面收入也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如果子女过于偏

好风险,那么可能会对家庭收入带来较严重的负面

冲击,这是这类家庭难以承受的。因此,这个组别的

风险代际传递特征最明显。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改

善,家庭资源开始进一步增加,因此风险偏好的代际

传递特征开始降低。

五、风险偏好代际传递与职业选择

本文通过分析已经发现,父亲和子女的风险偏

好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特征,且子女自身在家庭内

外面临的约束是这种风险偏好代际传递内在机制中

最主要的部分。那么,这种风险的代际偏好,是如何

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的呢? 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给定子女的工作单位类型,检
验这种情况下的风险代际传递特征。其次,从子女

由于风险偏好差异可能影响职业选择的角度,分析

风险的代际传递特征如何影响他们职业类型的

选择。
(一)“子承父业”还是“子不承父业”
既然在不同的单位类型中,风险的代际传递存

在显著的差异。那么,父亲是如何影响子女风险偏

好形成的呢? 换言之,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因为风

险偏好差异导致的“子承父业”现象呢? 在技术层

面上,如果这种情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就可能会

出现一种样本的自选择问题,从而对本文的结论造

成影响。本文认为,如果从父亲和子女是否在同一

工作单位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就能提供相应的

解释。

表4 子承父业的概率与实际比重

PanelA:子女是否选择与父亲同一单位的概率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1) (2) (3) (4) (5) (6) (7) (8) (9)

riskchild 0.166*
(0.089)

-0.527***
(0.103)

-0.342***
(0.090)

0.363***
(0.086)

0.305***
(0.084)

0.365***
(0.083)

0.640***
(0.084)

0.783***
(0.085)

0.767***
(0.085)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行、地、年 Y Y Y Y Y Y Y Y Y

N 1374 1374 1374 1374 1374 1374 1374 1374 1374

PanelB:父亲与子女是否在同一单位的实际比重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1) (2) (3) (4) (5) (6) (7) (8) (9)

不同单位 0.7979 0.4030 0.5978 0.5523 0.5310 0.4699 0.4452 0.4200 0.3651

同一单位 0.2021 0.5970 0.4022 0.4477 0.4690 0.5301 0.5548 0.5800 0.6349

  注:本文将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作归为一种类型,剩下的工作归为另外一种类型。前者近似于

公共部门的工作,后者则近似非公共部门的工作。因此,这里是否属于同一工作单位更多的是看父亲和子女是否同时在公共

部门中工作。*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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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子女和父母职业是否属于同一种就业形

式进行区分,并通过使用Probit模型分析不同就业

类型下子女就业意愿的选择。本文发现,随着时间

的推移,子女越来越愿意选择和父亲相同的职业,这
种情形在1997年之后更加显著(见表4)。1989年

前后,子女选择和父母在同一类型单位中工作的意

愿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1988年4月修订宪法

后,私营经济开始获得成长空间,并迅速成长。1990
年,全国22.4万私营企业主营业额51.5亿元,缴纳

税金2亿元⑨。

1997年之后子女更加愿意选择和父辈在同

一类型单位中工作。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与

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密切相连:一是国有企业开

始裁减冗员,大量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二是高

等教育经历了涨学费、扩规模和自主就业的变化。
在家庭风险和就业风险同时出现变化的背景下,

2002年前后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生面临“就业

难”问题开始出现显著的“阶层烙印”(杨奇明、林
坚,2014)。三 是 劳 动 力 市 场 用 人 制 度 的 改 革。

1993年12月进一步明确了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基

本内涵是“通过市场实现充分就业和劳动力合理

流动”。劳动者可以自己寻找工作,用人单位在招

工方面也开始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四是亚洲金融

危机的发生,给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这一时期的四项重大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

不确定因素迅速增加,子女按照父亲的职业轨迹

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利用家庭资源实现

自身的发展。因此,子女不仅在风险偏好上受到

父亲的影响,且在职业选择上也和父亲的选择较

为类似,这种由风险偏好代际传递导致的职业选

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目前职业流动

性和收入流动性偏低的现状。

表5 父子是否在同一单位工作的风险代际传递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PanelA:父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754***
(0.021)

0.736***
(0.016)

0.744***
(0.018)

0.733***
(0.018)

0.703***
(0.018)

0.665***
(0.018)

0.693***
(0.018)

0.663***
(0.018)

0.672***
(0.017)

R2 0.966 0.964 0.963 0.962 0.963 0.961 0.958 0.957 0.960

N 624 1202 964 784 814 843 869 886 923

PanelB:父子同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88***
(0.028)

0.383***
(0.103)

0.660***
(0.052)

0.746***
(0.035)

0.823***
(0.032)

0.069
(0.831)

0.787**
(0.320)

0.703**
(0.121)

n.a.

R2 0.969 0.972 0.967 0.968 0.971 0.990 0.968 0.994

N 430 39 161 320 296 30 25 24

PanelC:父子同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763***
(0.060)

n.a. n.a. n.a. n.a. 0.855***
(0.032)

0.762***
(0.026)

0.832***
(0.022)

0.846***
(0.032)

R2 0.982 0.978 0.977 0.984 0.980

N 54 282 256 277 232

PanelD:父子不在同一单位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62***
(0.021)

0.536***
(0.048)

0.594***
(0.027)

0.664***
(0.024)

0.704***
(0.025)

0.796***
(0.028)

0.727***
(0.025)

0.786***
(0.023)

0.777***
(0.031)

R2 0.959 0.959 0.963 0.961 0.960 0.967 0.968 0.971 0.965

N 50 172 410 590 560 531 505 488 451

共同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行、地、年 Y Y Y Y Y Y Y Y Y

  注:n.a.代表样本量过小难以有效估计。其他的控制变量详见表2。*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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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就业单位类型的选择上,父亲和子女在

不同类型单位就业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减

少。本文按照单位类型,将样本中1989~2011年是

否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比重进行了统计。本文发现,
子女一般会按照父母所在的就业类型选择自身的就

业单位(见表4)。因此,父亲对子女风险偏好的代

际传递特征,主要还是体现在父亲和子女在同一工

作单位的风险代际传递上。
在此基础上,本文就父亲和子女是否在同一类

型单位就业的风险代际传递特征进行分析。本文发

现,如果父亲和子女在同一类型的工作单位中,其风

险偏好的代际传递特征是较为明显的(见表5)。

1997年之后风险偏好的代际传递特征显著上升,这
主要是因为1997年以后样本中父子同在公共部门

中工作的样本显著减少,这一时期的风险代际传递

特征更多地体现为父子同在私营企业中工作样本风

险代际传递特征。
如果父亲和子女不在同一单位工作,这种风险

偏好的相似性可能会更高。这与父亲人力资本的专

用性和家庭社会资本的分散程度相关。家庭财富及

表6 父亲和子女在不同单位类型的风险代际传递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PanelA:子女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69***
(0.022)

0.390***
(0.062)

0.573***
(0.037)

0.697***
(0.026)

0.766***
(0.026)

0.393***
(0.098)

0.311**
(0.115)

0.451***
(0.110)

0.404***
(0.031)

R2 0.969 0.975 0.973 0.969 0.967 0.99 0.973 0.99 0.999

N 749 69 272 565 510 62 55 50 39

PanelB:子女在私营部门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714***
(0.058)

n.a. n.a. 0.772***
(0.197)

n.a. 0.846***
(0.025)

0.747***
(0.023)

0.824***
(0.018)

0.807***
(0.030)

R2 0.97 0.992 0.978 0.977 0.983 0.977

N 82 45 497 466 485 419

PanelC:子女无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91***
(0.017)

0.702***
(0.015)

0.699***
(0.015)

0.682***
(0.015)

0.677***
(0.015)

0.663***
(0.015)

0.683***
(0.016)

0.665***
(0.015)

0.670***
(0.015)

R2 0.959 0.963 0.963 0.959 0.962 0.959 0.959 0.956 0.960

N 858 1317 1207 1031 1056 1044 1088 1084 1130

PanelD:父亲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75***
(0.021)

0.402***
(0.057)

0.576***
(0.036)

0.704***
(0.025)

0.774***
(0.025)

0.386***
(0.094)

0.318***
(0.106)

0.468***
(0.096)

0.402***
(0.031)

R2 0.969 0.977 0.974 0.969 0.968 0.991 0.976 0.991 0.999

N 771 76 284 580 527 68 61 56 41

PanelE:父亲在私营部门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728***
(0.058)

n.a. n.a. 0.772***
(0.197)

n.a. 0.851***
(0.025)

0.750***
(0.022)

0.826***
(0.018)

0.810***
(0.030)

R2 0.972 0.992 0.978 0.978 0.983 0.977

N 89 45 515 478 502 433

共同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行、地、年 Y Y Y Y Y Y Y Y Y

  注:n.a.代表样本量过小难以有效估计。其他的控制变量详见表2。*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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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地位是通过子女的人力资本进行代际传承的

(Becker&Thomes,1986)。相似类型的工作,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最大化父亲的社会资源,从而实现子

女更稳定的就业形式。
(二)子女工作单位类型的差异

如果父亲和子女在既定的职业中,风险偏好具

有较高的相似性,本文就认为这种风险偏好存在代

际传递的特征。在此将细分父亲的单位类型、子女

的单位类型以及年份,进而检验不同年份中父亲和

子女单位类型差异下风险代际传递的特征。
如果子女在公共部门⑩ 中实现了就业,风险偏

好的代际传递特征显著低于在私营部门中工作子女

的风险偏好的代际相似性(见表6)。1989年的私营

企业主要体现为诸多的乡镇企业,1993年开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后,私营企业主要体现为独资与

合资企业。2004年后的私营企业内涵进一步丰富,
外商投资和港澳台企业也开始变得普遍。相比之

下,私营企业的行业竞争压力较大,根据前面的传导

机制,他们的风险偏好相对于父亲的风险偏好特征

应该相去较远,但为何这里的代际传递特征如此明

显呢?
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这一阶段

中,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较为有限,虽然比公共部门

的工资水平高,但个人所可能面临医疗和养老方面

的不确定性,工资溢价不足以完全弥补这种预期支

出,因此未来预期的风险较大。二是中国的私营企

业存续年限相对较短。根据世界银行2012-2013
年在中国开展的企业调查结果,大部分私营企业的

存续时间较短,70%以上的企业存在时间集中于6
~15年间。企业成长的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

放大了风险的代际传递效应。相比于子女无工作的

样本,在私营部门中风险代际传递特征显著更高。

2004年以来,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子女风险代际传

递特征是三种就业形式中最低的。这并非意味着在

公共部门中工作的子女风险偏好的代际特征是最低

的,而是因为在公共部门中,个体在市场上所可能面

临的风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因此,这里风险代际

传递性较低,更多的是因为公共部门中的保障性相

对较高。
如果本文从父亲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结论

是基本类似的。如果父亲在公共部门中工作,那么,
风险的代际传递特征显著低于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父

亲的代际传递特征。这同样是因为在这两类不同机

构中,父亲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具有较大差异的。父

亲面临的差异,通过其收入水平影响家庭资源,进而

对子女的风险偏好的形成产生影响。

六、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主要使用两种方式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

性检验:一是更换风险指标的定义,二是更换样本数

量的大小。
就风险度量指标的定义而言,本文使用三种方

式重新进行定义:第二份工作的明瑟残差、第一份工

作的明瑟残差的方差变化、第一份工作的失业风险。
囿于版面,在此仅汇报第三种风险度量指标的结果。
表2和表3已经分别就风险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及

其异质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此,本文就子女和

父亲工作单位类型的子样本以及父亲和子女是否在

同一工作单位的子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此处的结论

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见表8)。另外两种风险度量

指标的结果也基本类似。
就样本数量的变更而言,本文主要采取如下方

式:第一,本文按照年份,分别对不同年份中风险代

际传递的特征进行分析。第二,本文按照父亲和子

女工作单位类型的差异,测算了既定单位类型中风

险的代际传递特征。第三,本文分别根据子女个人

特征、父亲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差异,对风险代际传递

中的一致性进行了分析。第四,本文剥离了金融危

机的影响,发现其对结论的影响并不大。具体而言,
本文将1997、2000、2009和2011年作为受金融危机

影响的年份,剩下的年份作为未受影响的年份分别

进行面板回归,与此处的差异也并不大。
(二)风险偏好传递的内在机制

本文已经发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较显著

的风险代际传递特征,且子女的个人特征、父亲特征

和家庭特征对这种风险的代际传递会产生多维的影

响。那么,这种风险的代际传递是如何产生的呢?
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两

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一是家庭中父亲的影响;二
是子女自身通过家庭内和家庭外的特征逐步形成的

风险偏好。
首先,从父亲层面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见表

9)。本文发现,如果父亲具有行政职务,那么这种风

险的代际传递特征会显著降低,说明父亲的政治资

源对子女风险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

“拼爹”在风险偏好方面的具体体现。收入水平越

高,并没有出现风险代际间更多的相似性,这和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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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子样本分析:失业作为风险代理指标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PanelA:子女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56***
(0.014)

0.554***
(0.050)

0.655***
(0.033)

0.648***
(0.015)

0.666***
(0.017)

0.610***
(0.046)

0.588***
(0.036)

0.689***
(0.105)

0.609***
(0.068)

R2 0.826 0.928 0.828 0.831 0.831 0.942 0.971 0.903 0.962

N 749 69 272 565 510 62 55 50 39

PanelB:子女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41***
(0.063)

n.a. n.a. 0.627***
(0.092)

n.a. 0.602***
(0.026)

0.632***
(0.018)

0.631***
(0.014)

0.632***
(0.017)

R2 0.735 0.832 0.649 0.787 0.826 0.821

N 82 45 497 466 485 419

PanelC:父亲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55***
(0.014)

0.561***
(0.050)

0.656***
(0.033)

0.648***
(0.015)

0.665***
(0.017)

0.609***
(0.043)

0.578***
(0.033)

0.666***
(0.096)

0.603***
(0.065)

R2 0.828 0.933 0.831 0.833 0.832 0.947 0.97 0.907 0.966

N 771 76 283 579 527 68 61 56 41

PanelD:父亲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26***
(0.059)

n.a. n.a. 0.627***
(0.092)

n.a. 0.597***
(0.025)

0.630***
(0.018)

0.631***
(0.014)

0.630***
(0.017)

R2 0.732 0.832 0.651 0.787 0.826 0.82

N 89 45 514 478 501 431

共同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行、地、年 Y Y Y Y Y Y Y Y Y

  注:n.a.代表样本量过小难以有效估计。其他的控制变量详见表2。本文这里还使用了父亲1997年是否更换过工作的

指标,结论与此处类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部分中的结论基本类似。第(7)~(10)列是父亲自

身风险态度的度量指标,父亲是否吸烟对子女风险

偏好的形成影响并不明显,而父亲越喜欢白酒就会

导致子女的风险偏好与父亲出现差异。
其次,从子女层面的风险传递机制进行分析。

相比于父亲层面的传递机制而言,子女层面风险偏

好的内在机理是更为根本的。本文发现,子女风险

显著受到同一行业其他人的影响。如果行业内其他

人的风险偏好水平越高,子女就会与父母的风险相

似程度越低(见表4)。这种行业间的影响,不仅限

于同一地区中,即便在不同的区域内,这种影响同样

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跨区域的同行业风险传

递性比同一区域中更明显。子女所处行业以外的其

他行业对其风险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
如果家庭中子女是双胞胎,那么这两个孩子的风险

偏好程度与父母会更加接近。一方面,双胞胎之间

会形成一定的竞争,风险偏好的形成存在内部的约

束机制。另一方面,在既定的家庭资源中,与父母更

多地保持一致能获得更多的家庭资源。因此,家庭

中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每一个子

女对风险过度的渴求,从而形成适合既定家庭环境

和个人能力的风险偏好水平。如果子女有工作,并
且还是比较好的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

独立,那么风险偏好的代际传递特征开始降低。这

说明,经济资源对风险偏好的代际传递特征具有重

要的意义。
本文也使用另外三种指标进行了分析,即第二

份工作的明瑟残差、第一份工作的明瑟残差的方差

变化、第一份工作的失业风险,发现结论也是基本类

似的。这说明子女自身层面所面临的家庭内外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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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父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风险代际传递:失业作为风险代理指标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PanelA:父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52***
(0.019)

0.588***
(0.039)

0.661***
(0.037)

0.652***
(0.022)

0.656***
(0.024)

0.614***
(0.032)

0.645***
(0.027)

0.657***
(0.022)

0.643***
(0.025)

R2 0.81 0.971 0.855 0.805 0.809 0.694 0.792 0.83 0.82

N 495 54 175 365 322 314 287 297 252

PanelB:父子同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654***
(0.020)

0.460***
(0.014)

0.639***
(0.038)

0.641***
(0.022)

0.686***
(0.024)

n.a. n.a. n.a. n.a.

R2 0.817 0.987 0.837 0.808 0.828

N 453 43 164 346 306

PanelC:父子同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riskfather 0.934***
(0.064)

n.a. n.a. n.a. n.a. 0.631***
(0.039)

0.638***
(0.026)

0.643***
(0.021)

0.654***
(0.026)

R2 0.985 0.649 0.783 0.825 0.822

N 42 286 265 277 236

共同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行、地、年 Y Y Y Y Y Y Y Y Y

  注:n.a.代表样本量过小难以有效估计。其他的控制变量详见表2。本文这里还使用了父亲1997年是否更换过工作的

指标,结论与此处类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表9 传导机制分析

PanelA:父亲层面的传导机制

Base 官员 婚姻 收入 学历 年龄 曾吸烟 仍吸烟 酒类 白酒

(1) (2) (3) (4) (5) (6) (7) (8) (9) (10)

风险指标 0.438***
(0.020)

0.439***
(0.020)

0.447***
(0.025)

0.311***
(0.020)

0.420***
(0.026)

0.401***
(0.040)

0.557***
(0.014)

0.560***
(0.014)

0.560***
(0.014)

0.559***
(0.013)

交叉项 -1.722***
(0.318)

-0.010
(0.017)

0.020***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0.002
(0.008)

-0.007
(0.008)

-0.002
(0.002)

-0.008***
(0.002)

N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PanelB:子女层面的传导机制

Base 同群S 同群D 同群SS 同群SD 同群DS 双胞胎 有工作 SOE 非SOE

(1) (2) (3) (4) (5) (6) (7) (8) (9) (10)

风险指标 0.438***
(0.020)

0.432***
(0.020)

0.435***
(0.020)

0.432***
(0.020)

0.434***
(0.020)

0.434***
(0.019)

0.439***
(0.042)

0.526***
(0.021)

0.526***
(0.021)

0.522***
(0.022)

交叉项 -0.160***
(0.049)

0.004
(0.012)

-0.160***
(0.049)

0.003
(0.012)

-0.229***
(0.057)

0.083**
(0.035)

-0.009*
(0.005)

-0.009*
(0.005)

-0.006
(0.014)

N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81 1381 1381 1381

共同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Y

行、地、年 Y Y Y Y Y Y Y Y Y Y

  注:这里的PanelB中同群S、同群D、同群SS、同群SD和同群DS分别是指子女同行业、同地区、同地区同行业、同地区不

同行业和不同地区同行业的风险状况。SOE与非SOE代表子女工作单位是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交叉项是指风险指标

与第(2)~(10)列各项的交叉项。其他的控制变量详见表2。*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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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是其风险代际传递的决定性因素。家庭内子女

数量、家庭收入、行业间同业的竞争和自身经济收入,
共同塑造着中国社会年轻一代劳动者的风险偏好,
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选择行为,从而对他们的收入产

生影响。

七、结论和政策启示

人力资本在劳动者职业选择中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年轻一代具有高学历的劳

动者更倾向于收入水平居中但风险程度相对较低的

职业。产生这种理论与现实差异的主要原因,除了

劳动者自身已经具备的人力资本存量外,还与劳动

者风险偏好的差异有关。预期收入水平的多寡和风

险程度的高低,共同成为这些劳动者职业选择的重

要决定因素。本文通过引入个体间存在风险偏好差

异的视角,使用CHNS1989-2011年间在中国的调

查数据,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较显著的风险

代际传递现象,进而影响子女职业的选择,并导致了

代际职业流动性偏低。这种给定人力资本形成前提

下风险偏好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

流动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年轻一代劳动者风险偏好的形成,主要受家

庭内部和同群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内部的影

响主要来源于父亲的风险偏好、父亲的人力资本

及家庭的社会资本。同群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推

动子女的风险偏好朝向群体的平均水平改变。因

此,家庭和社会对年轻一代劳动者风险偏好的形

成都具有多维度的影响。为了检验结论的可靠

性,本文使用其他三种方式定义了核心变量风险

测度指标、根据单位类型和外部冲击细分了样本

进行分析、使用分年度回归等方法,发现与基本结

论差异不大。
为了规避潜在风险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未来的

收入水平,成为目前一代年青劳动者的现实选择。
这种情形的出现,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仍存在制

度设计和执行等方面的缺陷,大学毕业生在职业选

择方面的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对各单位福利

薪金完善与否的评判方式之一。因此,促进中国劳

动者实现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需要继续推动中国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可以尝试

减少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导致对职业认识不充分造成

的就业意向偏差,另一方面也需要继续完善相关的

保障制度,减少劳动者对未来职业中由于不可控冲

击导致的过度损失。在此意义上,推动微观个体就

业形式的多样化,需要政府强化制度建设弥补市场

不足,同时也需要政府对微观个体进行有益的引导,
从而推动实现微观福利和宏观福利的最大化。

注:
①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12届、2013届和2014届大学毕业

生自主创业人数占毕业生人数的比重分别为2%、2.3%
和2.9%。

②这里的“二代”现象主要是指“富二代”、“贫二代”、“官二

代”和“农民工二代”。

③就报考人数而言,2010-2015年间,公务员的报名人数和

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比分别为22.87%、21.44%、19.12%、

21.43%和20.91%,相当于每5位大学毕业生中就有1位

报考公务员。就实际录 取 人 数 而 言,根 据 麦 可 思 中 国

2011-2014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的数

据显示,这一时期毕业大学生从事行政/后勤工作毕业生

的比重分别为9.6%、8.7%、8.5%和7.6%。虽然比重有

所下降,但仍是本科毕业生入职比重较高的职业。就毕业

生的满意度而言,这一时期毕业生在政府机构中满意度最

高,其中进入到中央直属政府机构的满意度更高。就公务

员的绝对数量而言,《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中披露的数据为716.7万,但该数据的口

径为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人

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财政供养人员总数2008
年为3946万人,此后国家统计局再未公布财政供养人员

总数。

④根据麦可思的调查数据,2012届和2013届本科毕业生就

业于行政/后勤的工资水平仅为2877和3080元,是全国

本科生平均薪资水平的85.47%和86.52%,其工资水平

在该项调查中排名倒数第四。相比之下,金融行业从业者

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全国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的1.17和

1.19倍。

⑤公务员“铁饭碗”的工作性质正在被逐渐淡化,不过进程相

对较慢。自2007年深圳启用公务员聘用制以来,这一改

革尝试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顺利。

⑥这7个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

贵州。

⑦本文将在传导机制部分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

⑧根据张车伟和薛欣欣使用的2005年7月在上海、浙江和

福建三省市进行的“家庭动态与财富代际流动抽样调查”
(简称为PSFD)数据显示,私营部门中85%的劳动力仅具

有中学以下的学历水平,工资水平仅为国有部门中同等学

力劳动者工资的47.17%。

⑨数据来源于1991年《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和《中国税

务年鉴》。

⑩这里所定义的公共部门包括公共机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

业,其中公共机构职工包括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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